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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於2019年底爆發之COVID-19病毒大流行再度引起政治學界對於國家

的政體類型與公衛治理效能兩者關聯性之關注，惟目前對於政體因素的影

響力以及關於相異政體孰勝孰負的論點未見統一，故本文嘗試透過質性與

量化混合的途徑重新審視此爭辯。綜合而言，以2020年為觀察年度的研究

範圍中，本研究的量化分析顯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愈民主的國

家呈現愈高死亡率之相關性。再者，本文之個案研究發現，在東亞國家的

防疫過程中，非民主政體的國家展現較高的政府擴權程度，進而使這類國

家的政府呈現出相對於民主國家較好之防疫表現。

關鍵詞：政體類型、公衛治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模糊集合質性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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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2019年12月起於中國武漢市發現首例COVID-19病例的數週時間內，疫

情就已在全球蔓延。相較於另一個重大影響人類社會的傳染性疾病，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以下簡稱：HIV）則花費近10

年的時間才達成相等規模的傳播範圍，COVID-19病毒的流行可見一斑（Dawa 

and Narain 2021）。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WHO）於2020年1月30日宣佈COVID-19疫情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以下簡稱：PHEIC），並於2020

年3月11日將此次疫情定義為大流行（pandemic）（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a）。鑑此，學者Johnson引用前聯合國秘書長Annan（2009）的形容，以
“Problems without passports”一詞解釋COVID-19疫情為一種不分國界，威脅著

世界各個國家的安全議題（Tana Johnson 2020, 149）。

那麼面對病毒的跨境傳播，何種類型的國家更能夠應對此種威脅？這問

題引起政治學界的關注。20世紀末，隨著柏林圍牆倒塌與蘇聯解體，學者

Fukuyama（1992）曾認為民主政體自此獲得全面勝利，歷史已然終結。然

而，在疫情爆發之初Fukuyama（2020）仍承認中國相對於歐美國家更善於控

制此危機。這不禁令人省思，究竟中國在因應境內疫情與防疫表現上是否有其

他國家所不及之處？對此疑惑，最為外顯之處的觀察聚焦於國家政體的差異。

鑑此，本文提出兩個研究問題：（1）國家的政體類型是否為影響一國防疫成

效良寙之關鍵因素？（2）如果政體是關鍵因素，那麼它實際上是如何影響一

國的防疫成效？

本文採用質性與量化混合之研究方法，並分成兩部分進行；第一部分，

透過迴歸（regression）的分析方法，觀察國家政體與防疫成效的相關性，接

者使用模糊集合質性比較方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以

下簡稱：fsQCA）分辨國家政體與防疫成效間的集合關係，作為迴歸模型的補

充。第二部分，借助質性的個案研究方法，探究其中之潛在機制。換句話說，

本文嘗試採用兩種不同途徑回答上述的兩個研究問題，首先透過迴歸模型分析

國家政體與「死亡率」間的相關性，藉以判定國家的政體類型是否為一重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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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接著對東亞國家進行深度的個案研究，追蹤東亞各國在防疫過程中政體因

素所內含之影響機制，尤其以「擴權程度」的概念為主要之討論標的。預期的

研究貢獻是提供讀者思考民主政體在因應像COVID-19這樣的公衛危機時，是

否相較於非民主政體顯得因應能力有所不足，以致於有必要認真反省並尋求改

善，特別是調整過往民主政體絕對優越的迷思。

本文架構安排如下：第二節進行文獻回顧，簡述目前既有文獻對於不同政

體間在疫情治理方面孰勝孰負之辯論。第三節闡釋本文第二部分之研究設計與

相關範疇，第四節透過迴歸模型的統計結果觀測國家政體與防疫成效之間的相

關性，第五節使用的fsQCA的研究方法檢驗政體類型與防疫成效間存在之集合

關係，第六節透過個案研究的方法追蹤各國在防疫過程中的潛在機制，最後結

論部分指出，以國家政體做為自變項，透過迴歸模型與集合論邏輯，本文發現

國家的民主程度與死亡率呈現「正相關」，同時民主政體是國家防疫成效低落

之一項必要但非充分條件。潛在機制顯示，樣本國家中的國內因素的約束力與

政府擴權之規模是兩個值得關注的變因。詳言之，非民主國家之政府得以在較

少的約束下，展現較大規模的政府擴權行為，這是讓非民主國家呈現較民主國

家防疫表現為佳的關鍵。

貳、文獻回顧

民主能否帶來更好的治理結果？此問題常見於政治科學的各個次領域

之文獻。基於民主政體具備問責制度以及高度透明的訊息流通，Fukuyama

（2014）認同民主與治理效能間相得益彰的理論基礎，但其同時指出此種觀

點有時不被經驗證據支持，因為在部分案例當中，非民主國家也能表現高品質

的治理結果。例如一個與國家治理密切相關的議題是政治貪腐的問題，而秦朝

前的古代中國、普魯士及1868年之後的日本等案例顯示威權國家也能創造高

素質的韋伯式官僚制（Weberian bureaucracy），且民主國家當中亦不乏有與理

論預期相反的案例。
1 Przeworski（2010）也曾直接點出目前民主面臨的治理

1	 Zaloznaya（2014）透過質性資料的分析也發現威權制度既可以是官僚腐敗的溫床，
亦可以是不利於貪腐出現的環境。然多數研究仍較支持民主國家較能控制貪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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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包含社會經濟不平等問題等面向的「無能」。可見，民主不必然是優良治

理的品質保障或是唯一途徑。而此現象在時間緊迫的危機治理方面可能尤其明

顯，早在1948年Waldo（1948）就指出民主與效率（efficiency）兩者為相互權

衡（trade off）或彼此為負相關的互動。主要原因是民主政體的國家通常鼓勵

公民參與決策以求公民的意願與決策的結果能更高度地吻合，而此整合與分權

的過程，勢必在一定程度上會妨礙政府做出決策之效率。Rodrigues（2017）

以金融債務類型的危機為探討標的，進一步為Waldo的理論提供實證結果，其

研究指出民主程度與財務績效兩者之間存在負線性關係。

然而在公衛治理方面，特別是有關傳染性疾病治理的文獻仍大多指出民

主國家有較好的防疫能力，例如Marsaudon與Thuilliez（2016）以肯亞為研究

範圍發現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民感染HIV的機率較小。對此，有些學者像

是Gizelis（2009）認為，儘管專制國家可以在較少的法治約束下實行有效的

公衛政策，但與民主國家相比，因為後者出於政治考量，往往更能回應人民

的需求，故而能更為有效地遏制HIV的傳播。Ruger（2005）的研究也指出，

缺乏民主自由的中國無法迅速因應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以下簡稱：SARS），理由是中國政府對於媒體的控

制，使其人民無法即時掌握充足且必要的SARS資訊，以致無法採取預防措施

並獲得需要的治療。

COVID-19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再度引起學界對於國家政體與應對公衛危機

兩者關聯性的重視，惟目前不僅文獻量仍顯不足且何種政體孰勝孰負的論點

也未見統一。Alon（2020）等人認為，台灣、韓國和日本的相對成功表明，

民主國家對人民的負責是關鍵，民主國家在應對危機方面並不劣於非民主國

家。此種觀點的立論基礎在於，在民主國家，選舉產生的官員有責任對其選

民負責。因此，當一種新的傳播的疾病出現時，他們必須迅速做出反應。然

而此論點未必適用於COVID-19疫情的擴散，因其僅論證民主國家出於政治

考量，為其選民負責，但並不代表非民主國家就不在意其本國人民之性命。

題，較近年的文獻可參考：Boehm（2015）；Kolstad and Wiig（2016）；Brueckn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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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Cepaluni與Dorsch（2020）等人的分析表明，在COVID-19流行的初期階

段，民主國家經歷更快且更大規模的死亡病例；另外，在危機爆發的頭100

天，愈民主的國家實施的疫病管控措施愈不嚴格。可能的原因是在應對流行病

方面，集中決策有利於減少政策制定過程中的阻礙，但民主國家的決策較不

集中化。進一步說，當政策內容涉及侵犯人民自由和隱私時，非民主政體透

過集中決策，可以更快或更深入地做出公共衛生政策的因應。Sorci（2020）

等人的研究也發現，民主程度與病例致死率（case fatality rate，以下簡稱：

CFR）呈現正相關，2
並且隨著疫情的發展，民主程度較高的國家與民主程度

較低的或非民主國家相比，CFR的增長趨勢呈現更陡的斜率，意即民主國家

的病例致死率增長幅度是更大的。Sebhatu（2020）等學者則對於疫情初期階

段各國採行非藥物介入措施（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以下簡稱：

NPI）的時間點進行分析，3
發現民主程度愈高的國家在面對疫情流行時的反應

愈慢，並且所採用的NPI也較不嚴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非民主或民

主國家在面對COVID-19疫情的決策過程其實頗為相似，兩者皆為一種小圈子

的決策模式。準此，本文認為有必要區分「效率」（efficiency）與「效能」

（effectiveness）兩個概念，以及何謂「更快」與「更深入」。

由上述文獻可知，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在面對傳染性疾病危機之時各

有所長，正如Stasavage（2020）所言，民主國家內的訊息透明流通有利於防

疫，非民主國家則允許採取更果斷的行動。但這不應意味著政治體制因而失去

其重要性，相反地，因為COVID-19流行對於世界的衝擊可謂前所未見，故在

欠缺有效醫療手段且傳染途徑為人傳人類型之公衛事件的前提下，更給予我們

重新檢驗比較兩種體制的「長處」，何者更能保障人民的安全。因此本文對於

理論的貢獻在於補充國家政體類型在疫病治理方面孰勝孰負之辯論中相關文獻

的不足，以及嘗試在Cepaluni等人的研究基礎上，透過實際的案例比較，提供

更完整的機制解釋。

2	 病例致死率的計算方式為，死於某種疾病的人數除以被診斷出患有該疾病的總人數。
3	 非藥物介入措施是指以非藥物及疫苗的方式介入疫情，例如以衛生教育、環境消毒等

方式減緩疫情散佈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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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國內因素與政府擴權

為探究國家之政體類型如何影響防疫成效，以及其影響的具體過程，本文

首先需要操作化兩個概念：國內因素與政府擴權，並且將於後文之個案研究中

加以探討，而非用於本文之量化分析，合先敘明。
4

一、操作化指標

Trumbore和Boyer（2000）曾指出，在危機期間，民主國家的行為表現事

實上與非民主國家十分相似，因為其國內因素的約束力皆受到小圈子決策的限

制。儘管如此，這並不意謂著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應對方式完全相同，因

為民主國家對於國內因素的感知實際上仍然較非民主國家敏感。然而，此種看

法過往只聚焦於涉關傳統安全性的危機事件（例如因為領土糾紛而引起的軍事

緊張或衝突），若是以非傳統安全類型的危機重新檢測，結果是否也會相同？

意即，在面對COVID-19病毒的跨境傳播危機時，儘管無論何種政體的國家都

曾祭出類似的應對措施，但是否因相異政體對於國內因素的感知的不同，使其

實際之防疫強度及表現有明顯落差？

據此，本文以公衛安全的視角重新出發，比較相異政體國家間的防疫政

策以及其所呈現之防疫成效。沿襲Trumbore與Boyer的研究，本文以國家的

決策模式及國內因素之約束力作為檢驗項目。不過，在國家行為表現部分，

因為本文的研究乃針對疫情的因應，故借鏡金融危機發生時，國家出現的大

政府（big government）現象，即政府介入市場進行管控，以增加公共支出

或調整稅賦等方式來因應，並且根本性的擴大政府對經濟事務決策之權力

範圍（Higgs 1985, 2）。而早在2020年3月世界疫情甫迎爆發之際，《經濟

學人》便建議，為對抗COVID-19，各國需要大政府的介入（The Economist 

2020）。事實上，不少國家的政府也的確在COVID-19擴散期間進行了安全

化（securitization）或有關的政府擴權（譚偉恩 2020）。早前，Yuk-ping與

Thomas（2010）認為哥本哈根學派的安全化理論應適用於非傳統安全方面，

4	 關於死亡率的分析則見於第四節中之迴歸模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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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健康安全領域，
5
而近期其他學者對於COVID-19與安全化關聯性的研究

與其相互呼應，例如Ramadhan（2020）以中國、義大利、南韓與印尼為例，

指出許多國家會對COVID-19病毒進行議題的安全化以使政府得以順利擴權，

而國家對於COVID-19安全化的要素包括行為者、安全議題、合法性與公眾

接受度等，並且認為此擴權過程有利於減輕疫情帶來的威脅。
6
由上開說明可

知，每個國家在面對疫情時都有可能發動安全化或政府擴權，而邏輯上，不同

國家所發動擴權的程度應也有所不同，鑑此本文以政府擴權的程度作為國家行

為表現的檢驗。綜上，本文對國內因素的定義為國家內部層次中得以約束一國

政府在疫情期間實施NPI規範之各種因素。一國政府在擴權過程中受到的阻礙

因素可能不一，並且可能是數個因素的約束力同時出現。根據既有文獻，法律

因素、官僚相互制肘、利益團體和公眾輿論皆可能是影響民主國家之決策者作

出決定之國內因素（Morgan and Campbel 1991, 187-211; Mintz and Geva 1993, 

484-503; Manan 2014, 179-194; Lipscy 2020, 111）。因此，本文以上述共4項做

為測量國內因素約束力大小的指標，各指標加權皆為1，呈現如表1。

表1　國內因素約束力測量表
國內因素指標 分數

法律因素 1

官僚相互制肘 1

利益團體 1

公眾輿論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本文對政府擴權程度的定義限縮在平時不會加諸於公眾，而在防疫期間所

5	 但其同時指出安全化理論應用於健康安全領域時其適用範圍（例如地區性與分析層

次）可能存在某些問題。基於篇幅考量本文不對安全化理論的基本內涵及其適用範圍

進行詳細地探討；相關文獻可參閱：Buzan, Waever and Wilde（1998）; Yukping and 
Thomas（2010）; Duarte and Valença（2021）。

6	 類似文獻請參閱：Hapal（2021）; Lukacovic（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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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之NPI規範的強度，且該種規範必定限制公眾自由。7
本文以旅遊禁令、入

境隔離、交通封鎖、關閉營業、禁止出門、強制戴口罩、取消集會、關閉學校

和罰則共9項作為測量政府擴權程度的指標。再依據類型分成邊境管控、緊急

狀態與生活管制三個類別，各項指標之加權指數皆為1，若是該項指標並非全

有也非全無（例如國內部分地區的管制）則以0.5分為計算，整理如表2。而表

1與表2中的各項指標將於後文中之個案研究進一步討論。

表2　政府擴權程度測量表
擴權項目 分數

邊境管控
旅遊禁令 1

入境隔離 1

緊急狀態

交通封鎖 1

關閉營業 1

禁止出門 1

生活管制

強制戴口罩 1

取消集會 1

關閉學校 1

罰則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然而政府的擴權程度高是否就代表國家的防疫成效較好？即便在過去的文

獻中未有定論，但單就這次COVID-19病毒散播情況而論，關注世界各地區的

研究皆指出擴權措施對防疫的益處。例如，Lau與Khosrawipour（2020）等人

以中國於疫情爆發之初的武漢封城為研究標的，觀察到中國境內的COVID-19

病例增長率顯著下降，且病例翻倍的時間相應增加，這最有可能歸因於中國採

取的封鎖措施，故在高風險地區更嚴格地限制人們似乎確實能減緩COVID-19

的傳播。另外，關注世界其他地區的文獻指出嚴格的封鎖（lockdown）措施對

7	 本文對政府擴權一詞之定義如上開，而非指在政治學當中可能令人直接聯想之行政部

門不尊重立法或司法部門的情形，合先敘明。作者感謝審查人對此用詞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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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散播的控制有其必要性，以印度為觀察對象的研究指出嚴格的封鎖，有助

於減緩COVID-19的流行，尤其在缺乏有效治療和疫苗的情況下，加強如行動

限制等NPI應是防疫之關鍵（Patel et al. 2020）。以義大利作為研究標的的學

者更認為，除非在封鎖的區域內採取最嚴格的社區隔離措施，否則病毒傳播將

持續進行，而施行此種措施代表社區內的所有活動幾乎完全停止（Sjödin et al. 

2020）。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將國家政體設為唯一的自變項，因此其他可能影響防疫成效之變因，

如地理位置、貿易程度等因素不列入探討（但列為控制），並且研究範圍設為

疫情之初至2020年12月16日約莫一年的期間，理由是多數國家普遍在2020年

的12月開始施打疫苗，然而一國之疫苗接種率涉及許多因素而非國家政體所

能全然涵蓋及解釋，尚且一旦疫苗的施打率普及化則各國不盡然會持續採行高

強度的NPI，而此現象並非本文之核心關切，更甚者，2021年後新冠病毒出現

多個不同的變異株（variant），而每種變異株的傳染力、特性與流行的區域不

一，此現象亦造成比較各國防疫優劣的障礙。另外，本文難以考量各國政府之

意圖以判斷國家領導人是否努力控制疫情或刻意放任病毒蔓延，因此僅能假定

（assume）在各國都有意控制疫情的前提下，比較不同政體之治理優劣。

肆、國家政體與防疫成效之相關性

一、自變數

本文採用兩個不同的資料庫作為民主程度的代理變數，以確保分析的穩

健性。第一個資料庫為Freedom House（2020）於2020年公布，以政治權利

（political rights）與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為標準的評比的全球自由分數

（Global Freedom Scores）。政治權利的最高總分是40，公民自由的最高總分

是60，兩者的加總範圍為0到100分。根據此兩項指標，又可以把國家分類為

自由、部分自由和不自由三個層級（如圖1）。本文根據此三個層級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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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國家分別定義為民主國家、部分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第二個資料庫為

「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9）於2019年依照選舉多樣

性、政府運作、政治參與、政治文化與公民自由五大類別所評比之民主指數

（Democracy Index）。根據此五大類別共60項指標的得分，總分的範圍為0到

10分，將國家分為四種政權，分別為完全民主、缺陷民主、混合政體和專制

政體。本文選擇的兩個資料庫的年份皆為2019年的評分結果，目的是避免自

變數與依變數間互相影響的情形，例如疫情中各國對公民自由的限制影響了

2020年的Democracy Index。

圖1　政體分類

資料來源： “Freedom in the World 2020 Methodology,” Freedom House, https://freedomhouse.

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2/Freedom_in_the_World_2020_Methodology.pdf

註：F = Free, PF = Partly Free, and NF = Not Free

二、控制變數

首先，Fukuyama（2020）認為「國家能力」與「領導能力」是應對

Covid-19病毒流行的關鍵變因，而本文認同此兩個變數確實可能是國家政體

與防疫成效之間的干擾變數。理由有二，（1）非民主國家或許能施行更嚴格

的NPI，但缺乏良好的國家能力或領導能力，最後的防疫結果也可能是徒勞

無功。（2）能力太弱的國家恐難以進行大規模的檢測或是有效的統計相關

數據，以如實呈現一國之防疫優劣，故本文將其列為控制變數。但由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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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能力」與「領導能力」兩者含義接近，因此本文採用2019年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資料庫中的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以下簡

稱：GE）指標作為兩者之代理變數（Kaufmann, Kraay, and Mastruzzi 2011）。

該指標反映（1）各國政府對公共服務之品質。（2）各國政府之公務人員素質

及其不受政治壓力的程度。（3）各國政府之政策制定及其實施品質。（4）各

國政府對其政策承諾的可信度。指標範圍為0到100。另外，各國在不同程度

之治理效能下民主程度所能發揮的影響效果可能也有所不同，例如非民主國家

也許能夠施行較為強硬的防疫措施，但若其治理效能不足，則政體類型間的差

異可能也未必顯著，意即兩個變項間可能存在交互作用。鑑此，本文在模型中

加入民主程度以及政府效能的交乘項作為控制。
8

其次，本文亦控制一系列文獻提及或邏輯上可能影響防疫成效之其他變

數。包括貿易因素、國家發展程度及地理因素。首先，本文將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2019c）公布的貿易開放程度（貿易佔GDP的百分比）加以控制。

理由是，Lin（2022）等學者指出國家因其貿易的開放與發展促進頻繁之國際

商業活動，進而提高人員流動以及病毒散佈的機會，而愈民主的國家其貿易

開放程度可能也愈高，故該變數可能為國家政體與防疫成效之間干擾變數。

再者，一般認為經濟水平或國家發展程度愈高的國家可能愈有能力對抗公共

衛生類型的危機（Krieger 2011），因此本文以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作為國家發展程度之代理變數，資料來源為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2019a）的開放資料庫，本文將此數據取對數處理。地理因素方面，島嶼國家

可能比陸地接壤的國家更容易對國家邊境的人流與物流進行往來管制，因此

本文將是否為島嶼國家的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列為控制變數，資料來

源為NationalMaster（2019）。另外，鑑於COVID-19病毒的傳播特性，人口密

度愈高的國家可能愈有利於疫情的擴散，故本文將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2019b）公布之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人數）資料加入模型當中。

再者，非民主國家可能存在隱匿真實疫情，造成防疫表現較佳的內生性問

8	 作者感謝三位審查人中其中一位審查人對於迴歸模型中應加入民主程度與政府效能交

乘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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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了降低此內生性問題的疑慮，本文首先排除死亡率極低趨近於0的極端

值（死亡率小於0.1者），因為這些個案之數據很可能是較不可信的。接者本

文嘗試控制各國的數據透明程度，並且以兩筆不同資料來源加以測量，分別是

資訊透明程度指標（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Index）（Williams 2014）與The 

Open Data Inventory（2019）中的資料開放（Openness of data）指標。9

最後，為避免倒因為果（reverse causality）的情形，本文之控制變數之測

量年份皆在依變數之測量年份（2020年）之前。

三、依變數

本文的依變數是以世界各國死亡率作為各國防疫成效的代理變數。資

料來源是The 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2020）的每十萬人

口中的死亡人數的資料庫，此資料庫自2020年1月22日開始追蹤並每日更新

COVID-19累積病例和死亡人數。10
採用死亡率作為防疫成效的代理變數較其

他測量方式（例如觀測死亡人數或確診率）更為理想的主要原因在於（1）避

免各國人口基數落差巨大的問題。（2）較不受各國篩檢量能不一的影響。然

而不可諱言的是，死亡率仍然不是完美的指標，例如其可能有難以顧及各國對

新冠病毒死亡的定義與醫療體制等問題。

綜上所述的資料後，因部分自變數或依變數之數據缺漏，本文最終樣本為

153個國家（地區），涵蓋全球主要的地理區域。

四、統計方法

由於上述變數皆為橫斷面資料（cross-sectional data），因此不適用縱貫資

料分析的方法。其次，本文之資料中可能存在不符合變異數相同之前提假設，

也就是異質變異數（heteroscedasticity）的情形，而此情形若以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以下簡稱：OLS）得到之結果或非最佳的估計量，

因此採用加權最小平方法（Weighted least square，以下簡稱：WLS）的方式取

9	 作者感謝審查人對於此內生性問題的處理建議。
10	 資料截至2020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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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OLS，以探討國家政體與防疫成效之關聯性，並且觀察不同政體的國家在散

佈圖（scatter plot）上的分佈情形（Gujarati 2009, 389）。

五、統計結果

變數的敘述統計整理如表3，迴歸模型呈現如表4與表5。回歸模型中之變

數以中文命名，但若遇以不同資料庫測量相同概念之變數，則以原文呈現作為

區分。

表3　敘述統計表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Global Freedom Scores 153 0 100 57.163 28.906

Democracy Index 153 1.13 9.87 5.567 2.209

政府效能 151 0.48 100 29.362 7.003

貿易開放程度 143 1.218 380.104 86.497 56.146

人口密度 152 3.029 8044.526 206.274 690.367

島嶼國家 153 0 1 0.15 0.358

人均GDP 150 467.908 113218.7 15493.32 20960.12

Transparency Index 144 23 79 54.708 13.602

Openness of data 147 9 100 49.844 20.462

死亡率 153 0.03 158.06 27.710 33.890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上開敘述統計表中可以看到，從疫情爆發至2020年12月中旬，平均一個

國家的每十萬人口中有約27.7人因新冠病毒死亡。其中死亡率最高的國家為比

利時，每十萬人中約有158人染疫死亡。另外，本文的自變數，Global Freedom 

Scores的平均分數為57分，最高者為瑞典、芬蘭與挪威（分數同為100），最

低者則是敘利亞（0分）；Democracy Index的平均分數約為5.5分，最高者為挪

威（9.87分），最低者為剛果民主共和國（1.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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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迴歸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Global Freedom 

Scores

0.404 ***

(6.132)

0.415***

(4.746)

Democracy In-

dex

5.763***

(6.776)

5.086***

(4.378)

政府效能 0.063

(0.515)

0.099

(0.821)

民主程度*政府

效能

-0.926

(-0.402)

0.672

(0.343)

貿易開放程度 0.014

(0.311)

0.014

(0.351)

人口密度 0.005

(0.747)

0.004

(0.476)

島嶼國家 -20.314**

(-2.642)

-18.643*

(-2.290)

人均GDP

（對數）

2.802

(1.340)

2.416

(1.256)

常數 3.95

(1.69)

-20.915

(-1.409)

-4.81

(-1.470)

-25.076

(-1.830)

觀察值 152 138 153 139

F 37.597 7.911 45.913 8.360

P< .00 .00 .00 .00

Adjusted R2 0.195 0.261 0.228 0.27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 括弧內為t值；顯著度：***p < 0.001, **p < 0.01, *p < 0.05；因估計時設定之變異數模

型排除為0之觀察值，故模型一之觀察值為152而非153，模型二之觀察值為138而非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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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迴歸模型－控制資訊透明度
模型五 模型六

Global Freedom 

Scores

0.440***

(4.233)

Democracy Index 5.766***

(3.816)

政府效能 0.077

(0.509)

-0.078

(-0.490)

民主程度*政府效

能

0.073

(0.028)

-1.865

(-0.765)

貿易開放程度 0.021

(0.435)

0.006

(0.124)

人口密度 -0.19

(-1.263)

-0.028

(-1.657)

島嶼國家 -20.836*

(-2.580)

-22.982*

(-2.573)

人均GDP

（對數）

7.855*

(2.493)

3.529

(1.459)

Transparency In-

dex 

-0.032

(-0.182)

0.034

(0.185)

Openness of data 0.097

(0.501)

0.192

(0.951)

常數 -60.246*

(0.209)

-34.104*

(-1.897)

觀察值 123 124

F 5.676 6.049

P< .00 .00

Adjusted R2 0.277 0.27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括弧內為t值；顯著度：***p < 0.001,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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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佈圖圖2與圖3甚為相似，皆顯示非民主國家大致上都能有不差的防疫成

效，民主國家間防疫成效則落差甚大。統計結果表4的模型一與模型三為簡單

迴歸模型，兩個模型皆顯示，民主程度與死亡率的關連性呈正相關，意即愈民

主的國家呈現愈高之死亡率，且統計上有顯著的影響，而模型一的R2 =0.195，

意味著民主程度解釋了20%的依變數的變異量，模型三的R2 = 0.228意味著民

主程度解釋了23%的依變數的變異量。而模型二與模型四顯示，在加入控制變

數後，民主程度仍然有顯著的影響力。其中民主程度與政府效能之交乘項並未

呈現統計上的顯著，意味本文並未發現此兩個變項間存在明顯的交互作用，換

句話說，平均而言各國之民主程度所能發揮的影響效果不容易因不同程度之治

全球自由分數

 150

 100

 50

 0

死
亡
率

0　　　　　   20　　　　　  40　　　　　  60　　　　　  80　　　　　 100

資料來源：作者以Stata統計軟體自繪。

圖2　全球自由分數散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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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能而有所變化，並且模型中的政府效能變數也未呈現統計上的顯著，因此

一個國家能否祭出強硬的防疫手段以及是否具備加大社會控制的意願大致上取

決於其民主程度而可能與其政府的能力無太大關聯。

統計結果表5之目的在於處理非民主國家之疫情數據可能存在低估

（underreported）之內生性問題。模型五與模型六在扣除掉極端值及加入兩個

控制變數後，樣本數分別降為123及124，而兩個模型皆顯示，在考量低估問

題後，民主程度對防疫成效的影響依然穩健，因此本文有信心此問題對於本文

之統計結果影響不大。

然而，以上統計結果之目的在於分析變數間的關聯性，並不能據此宣稱因

民主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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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以Stata統計軟體自繪。

圖3　民主指數散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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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推論的性質，且本節的量化研究方法本質上恐怕難以完整捕捉國家政體之重

要性，理由是本文之迴歸模型僅能呈現變數間之線性關係，難以分辨變量間是

否存在非線性的集合關係。因此本文於下一節另外使用fsQCA的研究方法判別

國家政體是否為防疫成敗之必要或充分條件，作為補充。

伍、必要條件檢定

一、模糊集合質性比較分析

f sQCA是植基於集合論的質性比較方法，其主要功能在於探究現象

背後之必要或充分條件，此方法通常側重於充分但非必要的變量組合

（configuration），但也可以用以判別單一必要但不充分的條件變量（Dul 

2016）。11
本文同樣以The 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資料庫公

布的每十萬人口中的死亡人數為防疫成效的代理結果變量，條件變量方面則因

前述的兩個資料庫之散點圖所呈現的分布狀態十分相似，且統計結果亦同樣

穩健，因此以學界較廣泛使用的Freedom House資料庫所公布的Global Freedom 

Scores為民主政體的代理條件變量，以此方法探討後者是否為前者之必要條件

或充分條件。

二、變量數據之校準

校準為將變量的數據轉換成模糊集合的編碼過程，校準後的編碼為

變量的隸屬程度，範圍為0.0到1.0。若使用fsQCA軟體，則需設定三個基

準點（breakpoints），分別為完全隸屬（full membership, 0.95）、交叉點

（crossover point, 0.5）與完全非隸屬（full nonmembership, 0.05）（Ragin 

2008）。本文的條件變量的三個基準點參考圖1的分類，分別為77、39和10，

77設為民主國家的完全隸屬，39為交叉點，10為完全非隸屬。結果變量的三

個基準點則分別為80、40和20，80為防疫成效低落的完全隸屬度，40為交叉

點，20為完全非隸屬度。基於結果變量之三個基準點的設定缺乏既有理論的指

11	 關於使用fsQCA作為判斷單一條件變量的方法可參閱：Du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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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因此其編碼之標準在於確保變量的原有數據與隸屬程度的概念化結果一致

（即兩者呈現S形分佈，參見附錄1）。

三、分析結果

數據經過校準後的散點圖呈現如圖4，必要條件之檢定結果呈現如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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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非對稱散點圖

資料來源：作者以fsQCA軟體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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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必要條件檢定結果
一致性 覆蓋率

民主政體 0.941636 0.360463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模糊集合的邏輯下，若X為Y之必要條件，意即Y為X的子集合，則所

有案例的X模糊集合值必須等於或大於它們在Y上的值，因此一個完美的必

要條件在散點圖的呈現應是所有觀測值皆在45度線上或其下方（Goertz and 

Mahoney 2012）。然而，完美的集合關係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實屬罕見，

因為例外總是存在，一般來說，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僅能判定約略的集合關係

（Ragin 2008, 45）。若觀察圖4，幾乎所有的觀察值都在45度線上或其下方，

僅有少部分的案例在其上方，所以我們能大致推斷民主政體為防疫成效低落的

必要條件。

必要條件之檢定結果的指標為一致性（ c o n s i s t e n c y）與覆蓋率

（coverage），一致性呈現的是數據的吻合（fit）程度，而覆蓋率則反映變量

的重要程度（Goertz and Mahoney 2012, 32-33）。儘管一致性和覆蓋率之間有

時存在取捨（trade-off）的問題，但合理的做法應是在確定一致性後再計算其

覆蓋率（Ragin 2008, 55）。Schneider與Wagemann（2012）指出，在選擇必要

條件的一致性的閾值（threshold）時，須要注意必要條件消失的潛在風險且應

始終設定非常高的一致性閾值。鑑此，本文採用其所建議的0.9作為本文判定

必要條件的門檻。如表6所示，檢定的結果其一致性為0.94，大於0.9，因此可

以判定民主政體為防疫成效低落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且覆蓋率達0.36。所謂

必要條件意指，若非隸屬於民主政體類別的國家，則大致上都呈現不差的防疫

成效（fsQCA允許極少的例外存在）。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民主政體並非為防

疫成效好壞的一項充分條件，換言之，並不是所有的民主國家就必然防疫表現

差。而究竟何種其他因素使民主國家得以避免其防疫成效低落？此為另一個值

得討論的議題，故下一節將對台灣案例的異常性進行初步的反思，惟本文之核

心研究問題仍聚焦於政體類型之原因影響途徑（effect-of-cause），而非探究

構成防疫成效優劣的種種原因變量，故並不進一步透過布林運算的真值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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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防疫成效之充分條件的變量組合。

四、集合論與迴歸

從集合論的角度來看，圖4為非對稱散點圖，用於分析兩變量間可能存在

之邏輯關係。相較之下，量化的視角，即對稱的散點圖（如圖2與圖3），則較

適合強調集合論所不容易表達的細微差別（Goertz and Mahoney 2012, 29）。

換句話說，基於資料在散點圖呈現的結果，兩種途徑皆無法全然解釋變數間的

關係，因此兩者有互補的作用。
12
其次，為了保持迴歸模型的簡潔性以及聚焦

於自變數對依變數影響的解釋，本文並未在模型中加入更多的解釋變數以及

控制變數，而集合論的特性對此也具有補充作用。原因在於，fsQCA不會因為

未加入某個控制變項而改變檢定結果，以此降低可能遺漏重要變數造成統計

偏誤的疑慮（Goertz and Mahoney 2012, 200）。綜上，本文先以迴歸的方式觀

察民主程度與死亡率呈現正相關的關係，且在統計上的顯著程度達99%，再以

fsQCA判定民主政體為防疫成效低落的必要條件，且覆蓋率約為36%。據此可

以判定國家的政體類型應是影響防疫成效之重要因素。

陸、個案研究

鑑於本文之第一部分主要目的在於彰顯國家政體與防疫成效間的關聯性及

集合關係，故本部分將著重於其中的潛在機制，意即探討在真實案例中國家政

體影響防疫成效的具體過程。
13
基於文化相近性與地理鄰近性兩個主要原因，

本文將中國、日本、南韓與越南作為分析比較的個案。詳言之，首先，有文

獻指出西方文化可能有個人主義色彩較濃厚的趨勢（李瑞全 2021, 188），而

這可能影響防疫的優劣，例如若一國之個人主義較另一個國家盛行，而前者的

人民可能較不願服從或配合該國政府的擴權措施與規定，則相較之下其擴權

措施就未必能忠實地呈現在防疫成效上。因此若我們先將世界上的文化粗略地

12	 關於QCA與迴歸作為互補的研究方法，參閱 Vis（2012）。
13	 作者感謝三位審查人中其中一位審查人對於本部分應著重於國家政體影響防疫成效之

過程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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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為西方與東方文化，並將案例限縮於東方文化，接著在東亞國家當中再

區分文化最為相近的幾個國家，如此一來應能降低文化因素的干擾。鑑此，

本文採用「東亞文化圈」（East Asian Sphere）的定義，指在東亞區域受中國

文化之影響，舉凡儒學、佛教、技術乃至於書寫文字，皆由中國而向外傳至

的國家，而中國、日本、韓國與越南為定義上較無異議的四個國家（藍日昌

2020, 189 ; Denecke and Nguyen 2017, 510）。其次，日本、南韓及越南在地理

上皆鄰近病毒發源地中國，故在疫情流行初期時的政策反應及過程應較具可比

性。另外，此四個國家分別為兩個民主國家與兩個非民主國家，適合分組與交

叉比對。最後，另有文獻亦將台灣列入東亞文化圈的國家（地區）之中（Choi 

2010, 110），而台灣與中國的文化脈絡又甚為接近，因此理應也歸於本文討論

之列。然而，屬於民主政體的台灣於疫情流行的初期在全世界國家（地區）當

中屬死亡率及確診率極低者，故本文將台灣作為一異常案例（deviant case）進

行初步的探討。
14

一、國家政體之決策模式

毫不意外地，在面對公衛危機時，民主國家的日本與南韓皆形成小圈子

的決策模式。2020年1月30日，日本設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對策本部》

並舉行首次會議，對策本部主要為內閣官員所組成，由總理安倍晉三出任

本部長（首相官邸 2020a）。根據《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修正案第

32條規定，「若國內發生新冠狀病毒疫情在全國快速蔓延且有令國民的生

命及健康蒙受重大損失的風險時，在符合相關要件的情形下，本部長有權宣

布『緊急事態宣言』（內閣官房 2020）」。南韓政府則自2020年2月23日危

機警戒級別升級至最高級別以來，組建了由總理文在寅領導的中央災害和

安全對策總部（Central Disaster and Safety Countermeasure Headquarters），

以加強政府對COVID-19的應對，並下設幾個分工的部門。首先鑑於傳染病

14	 日本之全球自由分數為96、南韓為83、台灣為93，而中國的分數為10、越南為20，前
三者與後兩者分別在圖1中的分類為自由和不自由意即本文定義的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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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所需的專業知識，韓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Korea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以下簡稱：KCDC）為預防和控制工作的指揮中心。

再者，由對策總部的副部長兼任中央防災本部（Central Disaster Management 

Headquarters）的部長，主要職責為協助KCDC。內政安全部部長（The 

Minister of Interior and Safety）則兼任對策本部的第二副部長，以提供中央與

地方協調等必要的協助（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0b）。

民主國家是如此，非民主國家更是如此。中國在其發布的《抗擊新冠肺炎

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中提及了一個關鍵的時間點，「1月25日，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會議決定，中共中

央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領導下開展工作；中

共中央向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派出指導組，推動有關地方全面加強防控一線工

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20）。故從文中觀察，中共在疫情危機下的

決策小圈子亦是圍繞著領導人習近平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所成立。而就

在與日本同一天，越南總理阮春福也決定成立控制新冠病毒的指導委員會，並

由越南副總理武德儋擔任主任，衛生部副部長杜春宣和阮長山則擔任副主任，

其他成員還包括來自各部會和機構的代表。指導委員會的主要功能是，「指導

各部會、政府機構以及黨、越南祖國陣線和省市人民委員會之間的協調，以動

員資源參與支持緊急計劃的實施」（VNA source 2020）。

二、國內因素的約束力

（一）法律限制

2020年3月時，日本為因應新冠病毒疫情在境內蔓延，在13日快速通過了

《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修正案，以便提供發佈「緊急事態宣言」的法

源依據。《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修正案的附帶決議規定，「即使對國

民的自由和權利進行限制，也必須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內」（法國國際廣播

電台 2020）。因此在「緊急事態宣言」公布的情況下，無法要求店家停止營

業，在交通方面，日本政府也無法針對鐵路及道路採取強力封鎖的措施，雖然

《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同意首相與地方行政首長對鐵道業者等指定公

共機關有「綜合協調」的權限，但沒有直接給予停止鐵道等交通的權力（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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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台 2020）。

法律限制的情形同樣也在南韓的案例中體現，《預防及控制傳染病法案》

（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ct，以下簡稱：IDCPA）第49條是

南韓政府出於公共衛生考量最常援引作為集會禁令的法源依據之一，根據該

條第2項規定：「為預防傳染病，保健福祉部部長、市長...得限制或者禁止演

出、集會、宗教儀式或者其他大型集會」（Korea Legis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2020）。因此為了減緩病毒的傳播，政府得限制人民在某些場合的聚會或私

人聚會的人數。然而， Lee與Kim（2021）認為該法的適用範圍存有爭議，特

別是當集會禁令限制於抗議、宗教活動與特定場所如咖啡店、婚禮和夜店時，

可能有抵觸憲法之虞。儘管目前許多有關暫停集會禁令的請求，大多數法院仍

以公共安全為理由維持地方政府禁止大型集會的命令。然而，在實務上確實也

有法院基於公民自由的理由允許舉行某些集會的判例，例如首爾市政府曾於

2020年8月禁止大型集會，但法院仍允許包括慶祝南韓脫離殖民75週年在內的

特定集會（Al Jazeera 2020）。

相較之下，法律因素不僅未對非民主國家大政府的出現造成阻礙，反而

提供其有利的擴權基礎。例如，2007年的《傳染病防治法》為越南提供了對

抗新冠病毒疫情的法源依據。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傳染病分為A、

B、C三類，這種分類便於越南政府選擇適當的防控措施。2020年1月29日，

衛生部部長宣布，將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列入該法規定的A類

傳染病目錄（Vietnam Law and Legal Forum magazine 2020）。在交通方面，

《傳染病防治法》第53條第1項第1款規定用於控制A類傳染病的措施包括，限

制人員和交通工具進出疫區；必要時，應當進行醫學檢查、監測與處置（The 

National Assembly 2020）。200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則為

中國提供封城的擴權基礎，該法第42條規定，「甲類、乙類傳染病爆發流行

時，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在疫區內採取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的緊急措

施，並可以對出入疫區的人員、物資和交通工具實施衛生檢疫。省、自治區、

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對本行政區域內的甲類傳染病疫區實施封鎖；但是，

封鎖中、大城市的疫區或者封鎖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疫區，以及封鎖疫區

導致中斷幹線交通或者封鎖國境者，由國務院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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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法 2004）。15

（二）官僚相互掣肘

民主國家較容易出現官僚間相互掣肘之情形。例如，日本厚生勞動省曾在

2020年3月時基於人員短缺的理由強烈反對首相要求所有來自海外的旅客在指

定設施中隔離，並讓解除隔離者搭乘公眾運輸返家的想法（Yomiuri Shimbun 

2020）。16
除此之外，日本也發生中央與地方政府相互掣肘的情形，例如，

日本專家們自2020年3月以來持續警告，夜店和酒吧等場所容易發生病例的群

聚。因此在7月初，國務大臣西村康俊宣布，在全國範圍對該種場所進行有針

對性的大規模檢測。根據法律，在主要城市地區，只有市長和區長才有權進行

此類檢測，因此若沒有市長與區長的合作，中央政府幾乎不可能在包括大城市

在內的全國範圍內完成計畫。最後在大多數的地方，這一計畫以失敗告終，僅

有少數大城市在市長和區長的監督下進行大規模的檢測。在2020年11月中央政

府又遭受到了類似的阻力。隨著東京都地區的病例數不斷增加，首相菅義偉呼

籲地方政府恢復縮減餐聽和酒吧營業時間的規定，然而此要求受到小池知事

的反對。儘管最終東京都政府選擇妥協，但其妥協方案是，從11月28日開始此

類場所僅須要在晚上10點前關閉。到了12月，東京都新病例仍不斷地增加，

菅義偉敦促東京都政府將要求關閉的時間提早到晚上8點，但此時已無濟於事

（Harukata 2021）。

官僚間相互掣肘的情況，在疫情期間的非民主國家幾乎不曾發生。相反

地，有文獻認為越南的防疫管控工作在官僚間呈現高度協調與統一，越南此案

例表明統一的國家機器有益於，橫向的中央政府單位之間乃至於縱向的中央

到地方各級對於疫情的應對與政策之協調（Hartley, Bales, and Bali 2021, 152-

168）。

若以法律限制、官僚相互掣肘、利益團體與公眾輿論四個指標測量與比較

日本、南韓、中國與越南之國內因素約束力的大小，則可以得到結果如表7。

15	 COVID-19病毒被歸類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但採取
甲類傳染病的預防及控制措施；參閱：疾病預防控制局（2020）。

16	 轉引自Moon et al.（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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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無論何種政體的國家都採取小圈子的決策模式，並且都出現大政府的介入

管控，但在四個個案當中的民主國家仍較非民主國家更易於受到國內因素的影

響。原因在於，在考察的過程中，法律限制的指標顯現於日本與南韓兩個個案

當中，而官僚相互掣肘此指標亦體現於日本當中，
17
然而此四個案例皆未受到

明顯的利益團體的影響或是如歐洲國家一般出現公眾抵制的情況。
18
甚至，中

國宣稱其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以彰顯以下「制度優勢」，（1）黨的集中

統一領導的制度優勢。（2）整體利益置於首位的制度優勢。（3）堅持人民

主體地位的制度優勢。（4）強大社會動員能力的制度優勢。（5）依法治國的

制度優勢（秦剛 2020）。儘管所謂「制度優勢」的宣揚目的或許大於實際意

涵，但在中國形成大政府介入的過程中確實幾乎未見國內因素的抵抗。

表7　國內因素約束力測量結果

國內因素 分數 日本 南韓 中國 越南

法律限制 1 1 1 0 0

官僚相互掣肘 1 1 0 0 0

利益團體 1 0 0 0 0

公眾輿論 1 0 0 0 0

總分 2 1 0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三、政府擴權與防疫成效

考量到中國、日本、南韓與越南四個國家的疫情進程不一，難以同一個時

程分期比較四國之擴權程度，因此本文分成兩組探討。詳言之，此四國的擴權

日程以日越兩國較為相近，各個措施所施行的時間點近乎同步，故以下將日越

17	 韓國則較無官僚相互制肘的情形，參閱：Moon et al.（2021）。
18	 義大利政府於2020年10月頒布了限制令，禁令一經宣布便引起義大利國內民眾群起激
憤，國內各大城市皆發生抗議活動，並且與警方爆發激烈衝突。義大利政府為了平息

眾怒，宣布將針對蒙受損失者提出援助方案。參閱：Lowen（2020）。



 政體類型對於COVID-19防疫成效的影響　69

兩國於2020年之擴權程度分成三個時期比較，分別是擴權初期、高峰期以及

和緩期。而中韓兩國則在2020年初的疫情進程較為相似，故以下亦比較中韓

於2020年初時的擴權的情形。19

（一）日越擴權

1. 初期（1到3月）

此時期屬於全球疫情爆發之初期，日越兩國的擴權表現主要體現在邊境

管控以及生活管制上，整理如表8。對於邊境的管控，2月1日，越南民航局

暫停所有飛往中國、香港、澳門和台灣的航班，但隨即於隔日取消香港、

澳門和台灣的航班禁令（The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of Vietnam）。20 2月3

日，越南總理下令所有來自或過境中國31個省份的旅客需要進行隔離（Tuổi 

Trẻ 2020b）。2月25日，再對來自南韓或其他疫區者實施臨時入境禁令（The 

Prime Minister 2020a）。此時期日本方面則根據出入境管理規定，拒絕在14天

內曾在特定地區停留，或持有中國湖北或浙江省簽發的護照者入境（MHLW 

2020）。

對於生活的管制，2月2日，胡志明市與河內關閉所有小學、高中和其他

正規教育機構（Hong Hanh 2020）。隔日，阮春福總理簽署了關於加強新冠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的命令，其中包括對包括就職典禮在內的大型集會和節日的

限制（The Prime Minister 2020b）。日本方面，在北海道知事提出建議後，北

海道教育委員會在2月26日決議，呼籲從隔日起中、小學關閉學校（The Japan 

Times 2020）。同樣在26日，首相安倍晉三建議為期兩週的「自我約束」，實

際作為包含要求取消、推延全國性的體育和文化活動或是降低其規模（Rintaro 

Tobita 2020）。

19	 而中韓兩國第二次有較大規模的擴權措施的時間點為2020年底至2021年初，但不在之
本文研究範圍內。

20	 轉引自Thi et a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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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日越擴權比較表

日本 越南

邊境管控 1 1.5

緊急狀態 0 0

生活管制 1 1.5

總分 2 3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2. 高峰期（3到6月）

此時期正值全球疫情嚴峻之期，除了原本的邊境管控與生活管制更加嚴格

外，日越兩國也相繼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此時期最能觀察兩國擴權程度

之差距，整理如表9。自3月21日開始，所有進入越南，除持外交、公務護照

者外一律送往「集中隔離」檢疫14天（Tuổi Trẻ 2020a），3月22日起暫停所有

先前獲得旅遊簽證的外國人入境（GardaWorld 2020）。生活管制之規定則包

括，自3月16日起執行在超市、機場和車站等公共場所強制配戴口罩的政策，

違規者將被處以300,000越南盾的罰款（Duong 2020）。2020年3月31日越南總

理指示全境自隔日起施行15天的「社會隔離」，包含要求人民非極端必要情

況不得外出家門、除了特定場所外的公共場所禁止兩人以上的聚集，並且除

從事提供基本服務和商品貿易之工廠或場所外之營業據點一律關閉（Vien Nhu 

2020）。交通方面更是嚴格封鎖，國內航班與鐵路除了來往主要城市的班次

降至最少外，其餘地區皆停止營運，另外，除出於官方原因之特殊情況以及提

供食品、必需品、生產材料等必要運輸情況之外，停止全國各省市之間例如客

運、公車、計程車等道路運輸活動（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2020）。

日本在邊境管控方面，從3月21日開始，要求來自特定國家或地區入境日

本者，在指定地點（例如自家住宅）隔離14天，並且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使

用大眾交通工具，直到4月3日擴大要求來自所有的國家或地區者皆需要隔離

（首相官邸 2020b）。日本亦對生活的管制更加嚴格，例如自3月2日起關閉全

國各地的學校。首相安倍晉三在4月7日宣布「緊急事態宣言」，實行的地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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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東京都、大阪府、神奈川、埼玉、千葉、兵庫和福岡七個區域。根據宣言地

方行政首長得以，「籲請人民對於外出進行自我約束、指示學校、幼兒園、老

人院和娛樂設施等停止使用、指示停止體育比賽、文藝演出和大型集會、為建

立臨時的醫療設施徵用房屋、土地、徵購醫藥品和食品等」。從內容觀察，不

僅措辭溫和，大部分的限制實際上也不具強制力，根據日本法律，政府無法強

制關閉私營機構，也不能禁止公民出門或祭出相關罰則，並且超市、藥店和公

眾交通工具也得持續保持營運（Mun Keat Looi 2020）。

表9　日越擴權比較表

日本 越南

邊境管控 2 2

緊急狀態 1 3

生活管制 2 4

總分 5 9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3. 和緩期（6月到11月）

此時期的特點為，在日越兩國相繼解除全國之緊急狀態後，擴權程度都

略為下降，然而越南仍然保持比日本更高之擴權程度，整理如表10。日本自

5月中旬開始逐步解除各縣的緊急狀態，直到5月25日，日本全境的緊急狀態

宣告結束（Siripala 2020）。國家開始恢復全面的經濟活動，學校也重新開放

（Karako et al. 2021, 3-4）。此時期並未出現大規模的政府擴權行為，僅有在

確診病例數回升的情形時，地方政府規定減少營業時間。
21
在邊境管控方面也

隨之採取逐步鬆綁的政策，入境日本的資格分成「商業」和「居住」兩種管道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20）。

相較之下，緊急狀態解除後的越南，仍然保持高度的擴權程度。不僅邊

境管制未見鬆綁，穿戴口罩等規範也仍維持強制執行（Duong 2020）。7月25

21	 例如東京曾要求餐廳縮減營業時間，參見：KYODO NEW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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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越南中部峴港的一家醫院出現不明感染源的確診病例，
22
因此政府隨即

於7月28日實施峴港地區的封鎖（Pham et al. 2021）。封鎖措施包括，關閉學

校與工作地點、取消大型集會和限制峴港地區與其他地區的交通來往（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b）。

表10　日越擴權比較表

日本 越南

邊境管控 1 2

緊急狀態 0 1

生活管制 0 3

總分 1 6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中韓擴權（1到4月）

南韓是世界上最早受COVID-19嚴重影響的國家之一，到2020年3月上

旬，南韓已成為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感染國（Lee and Kim 2021），故此時期

兩國在於邊境管控、緊急狀態及生活管制方面皆有明顯的擴權措施，整理如表

11。

對於邊境的管控，中國決定自2020年3月28日起，暫時停止外國人持有效

來華簽證和居留許可入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20）。並且中國各省份

的地方政府對入境者進行隔離，例如自3月25日起，所有從北京口岸入境或

從其他口岸入境進京者不分目的地，全部就地集中隔離觀察，並且進行核酸

檢測（中國東方航空 2020）。南韓的入境限制則較中國稍晚開始，自4月1日

起，所有進入南韓的旅客需進行為期14天的隔離（Chen, Shi, Zhang, Wang, and 

Sun 2021, 248）。4月8日，韓國政府宣布暫停部分國家的免簽證入境及其相

關計劃，以及禁止非必要原因的外國人入境旅行以防止COVID-19病例的移入

（Crisis24 2020）。

22	 在這之前越南已連續99天沒有本土病例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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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狀態方面，中國於1月22日做出封鎖武漢市的決定，「中共中央總

書記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立即對湖北省、武漢市人員流動和對外通道

實行嚴格封閉的交通管控」，「1月23日凌晨2時，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發

布通告，23日10時起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交通運輸部發出緊

急通知，全國暫停進入武漢市道路水路客運班線發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防部 2020）。此為公衛歷史上首次出現國家對一個千萬人口的大城市進行

封鎖（Reuters 2020）。隨後，湖北省的其他城市亦採取嚴格的防疫措施例

如，孝感市580萬居民從2月17日零時起，嚴禁離開家門，車輛禁止上路，公

共場所也須關閉營業，防疫之外的行動一律取消，形同「戰時狀態」（伍芬

婕 2020）。最終封城一直持續到了4月8日。相較之下，南韓則未進行嚴格的

「封城」措施而是自3月22起至4月19日施行「嚴格社交距離措施」，具體限

制包括籲請人民除了購買必需品、就醫與上下班通勤外應避免外出，以及要求

宗教設施、室內健身設施和娛樂場所在一定程度上遵守隔離措施。若未遵守相

關規範，依據《預防及控制傳染病法案》第80條第7項可開處最高3百萬韓元

的罰則（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0a）。

生活管制方面，1月26日，中國決定延長2020年春節假期，各地大專院

校、中小學、幼兒園推遲開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20）。南韓政府也

於2020年2月23日下令全國性地關閉所有學校，直到學校在5月20日後才逐漸

重新開放（Dighe et al. 2020）。此時期中韓管制措施不同之處，則體現於口

罩政策方面。中國各地發布了公共場所戴口罩的「控制令」，並提出相應的

處罰措施。
23
例如，廣東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辦公室於

1月26日發布通告，要求各公共場所經營者、管理者應當要求進入其場所的人

員佩戴口罩，並在場所入口處設置醒目、清晰的佩戴口罩的提示；對未佩戴

口罩進入場所者應當予以勸阻，對不聽勸阻者由各相關主管部門依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和《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的規定處理（新華網

2020）。重慶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指揮部辦公室

也於2020年1月31日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重慶主城九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

23	 南韓一直到2020年11月中旬才有類似政策；參閱：Reuters（2020）。



74　問題與研究　第62卷第3期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緊急通知》，要求主城九區商場、農貿市場等重點公共場

所要嚴格落實通風、消毒等措施，進入上述場所的所有人員必須佩戴口罩、檢

測體溫；公共交通從業人員、乘客必須佩戴口罩，對未佩戴口罩的一律拒乘，

拒不配合的由公安機關依法處理（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 2020）。

表11　中韓擴權比較表

南韓 中國

邊境管控 2 2

緊急狀態 0.5 1.5

生活管制 2.5 4

總分 5 7.5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綜上而論，在以越南、日本、中國與南韓的比較分析下，可以觀察到，無

論民主或是非民主國家在疫情發生後皆以小圈子作為決策中心並出現大政府

介入的管理模式，儘管並非所有的民主國家在擴權初期皆會受到國內因素的抵

抗，甚至在某些情形中是人民期待或需要大政府的出現（譚偉恩 2020）。但

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如同表7所示，民主國家在持續進行擴權行為時明顯受到

較大的限制。接者如同表12所示，由於民主國家之國內因素的約束力較強，因

此在本文交叉比對的四個國家，民主國家之政府擴權程度皆低於非民主國家，

最終表現的防疫成效也不及於非民主國家。鑑此，我們可猜測國家政體與防疫

成效之間的機制為，由於非民主國家對於國內因素較不敏感，因此展現更高的

政府擴權程度，最終的防疫表現得以比民主國家更為優勝。若從圖2與圖3散

點圖的分布狀態分析，雖然此機制仍難以解釋為何民主國家之防疫表現落差巨

大，但大致上非民主國家的防疫表現的確較民主國家好，而若是防疫成效相當

程度上取決於國家感知於國內因素所採取的擴權規模大小，則擴權規模的落差

或能解釋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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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個案比較表

越南 中國 日本 南韓

政體類型 非民主 非民主 民主 民主

國內因素約束力 0 0 2 1

擴權程度 高 高 低 低

感染率 14.31 60.09 1488.35 905.43

死亡率 0.36 3.21 21.86 12.36

病例致死率 2.49% 4.97% 1.47% 1.36%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註： 疫情數據來源為The 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2020），感染率與死

亡率分別指每百萬人中的確診與死亡人數，資料截至2020年12月16日。

以上觀察的時間區段為2020年度，從而觀察到中國嚴格的防疫控管程度。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自2022年底開始防疫政策出現重大變化，從堅

持「清零」轉變為「共存」政策（Xu et al. 2023）。造成此轉變的因素可能有

幾項，第一、與時俱進的科學考量：考量到Omicron變異株具隱匿傳播與免疫

逃逸能力增強的特性，使得追蹤、診斷和隔離的難度增加，再加上是新冠疫

情三年的持續影響，人民疲憊、焦慮、緊張等複雜情緒開始蔓延，使得防疫

成本日益加大（新華社 2023）。第二、反封控示威活動的爆發：中國境內於

2022年11月起爆發之如「白紙運動」等一系列抗議活動，反對強制核酸檢測等

嚴格之防疫措施，對中國放寬防疫措施造成壓力。然學者王信賢（2023）認

為不宜高估「白紙運動」的影響力，更指出此次運動可能為中國刻意為之。

第三、有論者認為經濟因素大過於抗議活動的影響：清零政策導致中國出口數

字下降，封鎖措施也使零售銷售大為減少（The New Yorker 2022；中央通訊社

2023）。本文認為造成中國防疫政策的巨大轉變無法單就歸因於以上三者中

的一種，而更可能是三者間的交互影響，舉例而言，若非長時間的防控壓力且

科學上難以執行之高壓措施，白紙運動會出現於原先高度政府信任的中國嗎？

由此看來，高擴權的防疫模式很可能不適用於多年度的疾病流行防控以至於無

可避免地調整政策（尤其在已有藥物性介入的防疫措施下）。故若以長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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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民主國家的防疫方式或許更具持續性。
24

另外，從病例致死率（CFR）的數據觀察，日本與韓國的衛生醫療治理

表現「可能」是比中國與越南更好的。但若僅從致死率的單一指標得出此結

論可能過於草率，因為致死率的測算存在許多測量方法上的問題。
25
詳言之，

CFR的計算方式很簡易，即死於某種疾病的人數除以被診斷出患有該疾病的總

人數。然在COVID-19這種快速傳播及變化的疫情而言，CFR難以估算真實情

況。造成估算失真的主要原因是CFR依賴於確診病例的數量，而確診病例的數

量往往難以被精準測量及真實呈報，尤其在疫情初期各國採檢量能相當有限

之際。此現象提醒我們在進行跨國的CFR比較時更應考慮各國檢測量能不一的

問題。更甚者，即便是一個國家的內部，其各地的致死率也不盡相同，例如

2020年2月1日之際，武漢的致死率為5.8%，而中國其他地區則僅為0.7%，此

亦增加跨國比較的不易（Ritchie et al. 2020）。

四、異常案例：台灣

截至2020年12月16日，台灣的每百萬人中的死亡人數為0.29，每百萬人中

之確診人數為31.39（The 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 2020）。

由此可見其防疫成效並不遜於非民主國家的中國與越南。正如本文第伍節所

言，民主政體為防疫成效差之必要條件，但並非為充分條件，意即不必然身為

民主國家其防疫成效便遜於非民主國家，由觀察圖2及圖3的散點圖亦可得知

民主國家間之防疫成效落差甚大。探討此案例有助於我們初步理解，何因素能

24	 然此猜想已超出本文研究之時間範圍，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關於白紙運動影響層

面的探討，參閱：王信賢（2023）。
25	 需注意所謂「病例致死率」與「死亡率」並不相同，簡而言之，其計算之分母不同。

以COVID-19為例，死亡率可拆解為「感染率」及「病例致死率」。感染率的分母是一
國之全人口，分子是為確診新冠病毒之人數。病例死亡率之分母為確診新冠病毒之人

數，分子為死於新冠病毒之人數。換言之，以全國人口為分母之死亡率就等於感染率

乘以病例致死率。感染率可用以評估社區防疫措施執行的效果，而病例致死率則可捕

捉醫療照護的品質。因此，表12顯示在整體疫情防治上越南跟中國可能做的比較好，
但是如果一旦病患進入到醫療體系之後，日本跟南韓則可能表現得比較好。然民主國

家是否在公共衛生中醫院照顧的品質必定優於威權國家則需要更細緻之統計檢驗。關

於COVID-19死亡率差異及可比性的問題可參閱：呂宗學（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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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民主政體的國家也能表現良好的防疫成效。事實上，已有不少文獻基於台

灣的異常性，嘗試給出台灣何以能倖免於疫情肆虐的解釋。早在COVID-19病

毒出現之前Schwartz與Yen（2017）就發現台灣對抗流行病往往能成功的關鍵

在於透過實施所謂「國家／社會合作」（state-society cooperation）途徑來應

對。由於面對任一參與者所無法單獨解決的問題，因此這種合作涵蓋多個級

別的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乃至於整個社會的參與者，透過暸解不同地方

之條件、脆弱性和能力進而更好地分配資源，使之增強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在

COVID-19疫情流行期間我們也能觀察很類似的合作模式，Wang（2020）等人

指出在COVID-19病毒出現之初，吸取2003年SARS的經驗的台灣政府及時意

識到危機的存在，啟動公共衛生之應對機制。更重要的是，政府對危機的早期

識別與每天發布簡易且透明的訊息，得以安定公眾並且獲取民間信任與支持。

Su與Han（2020）更指出台灣人民普遍認可科學證據並尊重專家的建議，因而

在COVID-19大流行的預備階段大多遵循政府的政策。以此為基礎形成多級政

府單位與整體社會的合作，不僅創建信息透明的數據庫網絡，更為施行「測

試、追蹤與隔離」策略成功的關鍵。由此可見「國家／社會合作」的防疫模式

使社會普遍具有自發性的防疫思維有可能是讓民主國家不必然採用高擴權，亦

能達成類似防疫效果之可行策略之一。
26

柒、結論

Fukuyama（2020）認為國家的政體類型並非應對COVID-19病毒流行的關

鍵變因，理由是民主國家間的防疫表現有好有壞，專制國家亦然。然而如本文

所揭示，事實上民主國家的防疫表現落差甚大，但非民主國家防疫表現差者卻

屈指可數。本文的研究發現，政體這項因素至少在COVID-19疫情爆發的一年

以內對於一國防疫表現的成效具有關鍵影響。以公衛安全的視角重新檢測危機

下國家所採取的決策模式時，不僅結果與Trumbore和Boyer的研究吻合，更有

助於我們理解從COVID-19病毒爆發之初至2020年底，這約莫一年的期間中國

26	 Hsieh等人也有類似見解，參閱：Hsieh et al.（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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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體是以何種方式影響防疫的成效。民主與非民主國家都採取小圈子的決策

模式，因此在公衛危機中的行為也十分相似，無論何種政體都採以大政府的管

理模式且皆為防疫而擴權，然而政府的擴權程度卻出現落差，原因在於政體不

同受到國內因素的約束力也有所不同。總的來說，非民主國家所受到之約束較

民主國家少，進而得以展現較大規模的擴權行為，以致這些國家的政府呈現出

相對於民主國家較好之防疫表現。此結果也意味著，由於無論何種政體皆採用

小圈子的決策模式，因此非民主國家在公衛治理方面比民主國家更優勝的因素

可能不在於政府的「效率」（efficiency），而是政府的「擴權」程度，換言之

非民主國家的決策未必比民主國家來得「更快」但卻「更深入」。

不過，檢測一年的期間是否足以將國家政體暨疾病管控的長久辯論蓋棺定

案？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本文之研究範圍時間為2020年，而COVID-19為一個

多年度的流行性傳染病，而本研究僅涵蓋COVID-19疫情的前半段。然而，以

長遠來看，民主國家的「責任論」能否發揮比非民主國家的「擴權論」更為

有效且持久的效果？舉例而言，自疫情爆發至今，COVID-19病毒目前已出現

數種變種的病毒株，而疫情初期所流行之病毒株應屬傳染率較低但致死率高的

類型，本文雖指出威權國家在面對此類病毒所採行的高擴權控制的方法較民主

國家更為深入，但隨著時間發展，當傳染率較高但致死率低的變種病毒株流行

時，高擴權的防疫政策所帶來沈重之社會成本可能反而本末倒置，此時民主國

家訊息高度透明的防疫方式或許能發揮得比非民主國家更為有效。此部分仍待

未來的研究探討。

再者，儘管本文嘗試分析民主與防疫成效之間的相關性及集合關係，但此

實證結果並不能宣稱為因果推論。因此，未來在實證方面的改進工作可能包含

使用反事實的準實驗方法或是其他之統計工具降低內生性問題的疑慮，進而使

結果更接近於因果推論的性質。

最後，為使本文所觀察到的潛在機制更達通則化，未來有必要擴大本文

之研究範圍（scope），這方面的工作包含三個面向，第一、對台灣以及其他

異常案例進行更細緻的比較與分析，並且納入更多之解釋變項透過布林運算

邏輯的排列進一步分析影響防疫表現良寙的充分條件之變量組合。其二、對

COVID-19之外的公衛危機進行研究。第三、本文的研究範圍只涉及疫情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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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政體差異在其他部分的治理效能，例如貪污控制、法治與尊重市場機制等

面向的表現需要其他研究補足。回顧過往，民主制度在國家發展的路程上篳路

藍縷，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於2008年前後無疑已給不少採行市場經濟的民主

國家一大打擊。時至今日，COVID-19疫情的全球性公衛危機更是提供吾人思

考，在西方民主體制儼然已成為普世價值之際，民主制度的絕對優越性是否為

一種迷思。

 （收件：110年11月29日，接受：112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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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Regime Types on the COVID-19 
Pandemic Prevention Effectiveness

Xin-Hua Li
PhD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that broke out at the end of 2019 has once again 

drawn the attention of political scientists 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gime 

types and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However, the current scholarly discourse 

lacks consensus on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regime factors and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r disadvantages among different regime types.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examine this debate through a mixe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 In this study,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for the year 2020.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reveals that, under controlled 

conditions, countrie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democracy tend to exhibit a higher 

mortality rate.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it was observed that non-democratic regimes displayed a higher degree of 

expansion of government power, leading to relatively better performance in 

pandemic prevention compared to democratic countries.

Keywords:  Regime Type,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COVID-19 Virus,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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